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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 

效率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王兆峰 孙姚
1
 

(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摘 要】：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紧密联系，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近年来学术界研究热点，从旅游

产业集聚视角，使用 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 31市面板数据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探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

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结果显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内部不均衡性显著，生态效率总体

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区域生态效率具有较强的空间联动性和依赖性，受空间溢

出效应影响，邻近城市之间生态效率相互作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U”型曲线特征，旅游产业集

聚发展的不同阶段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环境污染中发挥了重

要的渠道作用。区域上，武汉都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鄱

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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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报告以来，我国经济建设逐步从高速度向高质量转变，以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经济发展转型是我国经济新常态下亟待

解决的问题。旅游业作为我国战略性支柱产业，其生态化发展对全面实现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关于促进旅游

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表明，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是旅游业改革的必经之路，对稳定区域经济发展，提升生态效益具有重要

作用。当前，我国旅游业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关键时期，而产业集聚作为实现产业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重要途径，已成为

推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1]
。因此，探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是推动生态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对实现区域

旅游、经济和生态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纵观已有研究，国内外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研究领域主要为产业集聚的生态环境空间效应[2]、生态效应评估[3]、生态

效应的作用机制[4]以及产业集聚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5]。学者们肯定了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作用，但至于是正向作用还

是负向作用，其研究结论还存在较大差异，目前研究结论大致可分为三类：第一，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主

要表现为：产业集聚具有规模经济效应、技术扩散效应等优势，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降低产业能耗，实现生态效率的

提升[6～8]。第二，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提升具有阻碍作用。主要表现为：产业集聚促进产业扩大，产业扩大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

大量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而可能产生的污染溢出效应、拥塞效应、沉没成本会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9～13]

。第三，产业集

聚与生态效率之间存在复杂非线性关系。产业集聚带来的多种效应使其与生态效率之间的作用机制十分复杂，已有研究中已出

现二者存在“U”型、倒“U”、“N”型和倒“N”型等多种非线性关系[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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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旅游产业集聚态势日益凸显，作为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其带来的影响逐渐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当前，学者

们对旅游产业集聚效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产业结构的升级[17]、旅游效率的提升[18]、旅游就业的增加[19]等经济领域方面。而

在旅游产业集聚的生态效应方面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研究成果中，毛剑梅
[20]
认为旅游产业集聚具有社区带动功能，其不仅可

以让社区居民获得经济收益，同时也会增强社区居民的旅游资源和环境保护意识。李琼等[21]从循环经济角度指出，旅游产业集

聚的目标应该是最大限度地可持续利用资源，减少污染、有毒物质的排放，实现其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王兆峰[22]认为，旅

游产业集聚过程中，企业无法有效处理生产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企业的经营活动对生态环境有潜在威胁。刘佳等[23]认为，

从长期发展看，旅游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成本效应等优势的发挥对区域旅游环境承载力的提升具有正向影响。 

总的来说，目前虽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产业集聚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但研究中仍存在部分局限性：第一，现有文献多是

基于制造业、工业等产业集聚层面开展研究，而基于旅游业层面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则十分匮乏。第二，研究尺度主要集中

在国家层面或省级层面，而对更能反映区域协同发展和差异的城市群尺度研究较少。第三，多数学者采用传统的面板数据模型

分析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对于空间面板计量模型的应用较少。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超效率 DEA 模型测算了长江中游

城市群各市 2005～2016年生态效率值，并利用空间自相关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发展规律。其次，

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旅游产业集聚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特征及区域差异，以期能通过研究深入发现旅游产

业发展对区域生态效率的影响规律，为发展生态经济，改善区域生态环境提供理论依据。 

1 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生态效率的机理分析 

在当前我国经济新常态发展背景下，厘清经济发展、产业与生态之间的互动关系尤为重要。旅游业作为服务业的龙头产业，

其带来的生态效应对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旅游产业集聚能够通过正向影响效应与负向影响效应对生态效率起

到促进和阻碍作用，其主要作用路径如下(图 1)。 

(1)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阻碍作用。 

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负向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旅游产业具有产业关联性强的特征，其集聚规模的扩大

不仅会增加自身产业的能源消耗，同时还会带动上游关联产业如交通运输、工艺生产等行业的能源需求，从而对环境污染产生

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进而影响到区域生态效率。其次，旅游行业市场准入门槛较低，人力资本水平较低的情况会直接影响产业

创新能力的提升。产业集聚为集聚企业提供了交流学习的平台，但同时也可能无形间为创新成果被模仿复制提供了便捷，从而

抑制了企业技术创新积极性。最后，产业集聚是一个长期过程，在此过程中一旦出现拥塞效应就可能导致经济秩序紊乱，恶性

竞争以及资源分配失调等问题，从而对生态效率产生抑制作用。 

(2)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 

旅游产业集聚主要通过规模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合效应等对生态效率起到正向影响。规模效应上，旅游产业集聚促进

区域基础设施、客源市场、社会资本、创新技术等资源的共享，进而减少企业发展综合成本的支出，为旅游企业健康发展提供

了资金保障。另一方面，旅游产业集聚会吸引科研院所、教育机构等相关配套产业设施进行集中布局，推动了旅游企业创新技

术的发展和共享，有效减少环境污染。技术创新效应上，旅游产业集聚给旅游企业和旅游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施展空间，企业

与人才的交流合作有效促进了创新技术的发展，产业能源利用效率得到提升，环保技术和清洁技术在企业间获得普及，促进了

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效降低了污染排放，提升了生态效率。竞合效应上，区域内的产业集聚会使企业间形成竞争关系，

为寻求企业生存发展，需要不断创新改进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多样性以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从而抢占市场份额，而企业竞争

有利于推动企业创新，良性竞争下，企业创新在集聚模式下会发生学习效应从而促进整个旅游产业的进步，进而推动区域生态

效率的提升。 



 

 3 

 

图 1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生态效率机理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研究区域概况 

长江中游城市群位于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地区，是国家实施全方位深化改革，建设“两型”社会的示范地区。长江中游城市

群内含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三大城市群，涵盖湖北、湖南、江西三省 31 个市县，土地面积约 32.61

万 km2,总人口超过 1.2 亿人，经济总量全国贡献超过 10%,已成为中国新的经济增长极。但在经济繁荣发展的背后，城市群也面

临着湿地退化、空气污染、气候异常等多项生态系问题。2016年，城市群旅游经济总量约 12000亿，旅游接待人次超过 16亿，

旅游产业已成为城市群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点，在如此大规模的旅游经济发展背景下，其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影响关系备受关注。

因此，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之间的关系不仅对城市群能否实现全方位深化改革，成功建设“两型”社

会具有重要意义，对推动区域旅游、经济、生态和谐发展更是大有裨益。 

2.2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超效率 DEA模型 

为综合评价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解决测算过程中指标赋权问题，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进行测算。DEA模型作为一种非参数分析模型，在建模时无需考虑数据的量纲化问题，

也不必进行权重假设，解决了测算时指标赋权等问题。但经典的 C
2
R模型计算生态效率时，有效率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结果都显示为 1,对于区域间的效率差异不能有效体现。本文重点研究区域之间的生态效率差异以及旅游产业集聚对区

域生态效率的影响，因此选择超效率 DEA模型[24],避免了经典模型的不足之处，可以有效体现不同区域间生态效率差异。 

假设有 N个待评价的决策单元(DMU),Xi为决策单元的投入要素集合，Yi为决策单元的产出要素集合，则超效率 DEA模型可设

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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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θ 为被评价决策单元的效率值；w 表示有效决策单元的组合比例；λ-和 λ+为松弛变量；∑ω>1,∑ω=1,∑ω<1 分

别表示规模报酬递减、不变和递增。当θ<1时，若λ-≠0和λ+≠0有一个或全部条件都得到满足时，决策单元为非 DEA有效；

当θ≥1时，λ
-
=0和λ

+
=0条件同时满足时，说明决策单元投入产出效率最佳，据此可对决策单元的效率值进行排序。 

(2)区位熵 

旅游产业集聚水平采用近年来学者衡量产业集聚度使用频率较高的区位熵法进行计算，其公式为： 

 

式中：TAij表示 i年 j城市的区位熵，表征旅游产业集聚程度，TA数值越大，说明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越高，反之则说明

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越低；tij表示 i 年 j 城市的旅游产业的产值；eij表示 i 年 j 城市的地区生产总值；Ti表示 i 年整个区域的旅

游产业总产值；Ei表示 i年整个区域的生产总值。 

(3)空间计量模型 

本文参考罗能生[24]扩张和变形后的 IPAT扩展模型，用生态效率(EE)作为被解释变量，用旅游产业集聚水平(TA)作为解释变

量，反映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并增加了城市化水平(ul)、产业结构(str)、外商直接投资(fdi),使之与科技水平

(tec)、经济发展水平(pgd)一并作为解释变量，得到生态效率与旅游产业集聚的实证模型，整理将其转换为面板计量模型： 

 

式中：i,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EEit表示 i 年 t 城市的生态效率值；α、β、γ、δ、ε、θ 表示待估计的参数；εit代

表随机误差项。为进行实证分析，将数据取对数化处理，得到计量面板模型为： 

 

式中：i,t 分别代表城市和年份；βi,βt分别表示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lnEEit表示 i 地区 t 年的生态效率；lnTAij表示 i

年 j城市的旅游区位熵表征旅游产业集聚程度；lnulit表示 i地区 t年的城市化水平；lnpgdit表示 i地区 t年的富裕程度即经济

发展水平；lntecit表示 i 地区 t年的科技创新水平；lnstrit表示 i 地区 t 年的产业结构；lnfdiit表示 i地区 t年的外商投资水

平；β1、β2、β3、β4、β5、β6表示待估计的系数；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 

目前，多数研究者采用传统的静态面板模型来探究各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作用，较少学者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对其进行研

究。采用传统面板模型进行分析时，其分析的前提是各地区的资源和环境是相互独立分开的，而这与生态效率的发展特点不相

符合，受技术、知识等溢出效应影响，各地经济发展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从而形成某种空间效应。因此，空间面板模型

更能准确把握各因素对生态效率的空间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有利于从多角度对生态效率的相关性进行研究。 

依据观测值不同的空间作用方式，空间计量模型分为空间滞后模型(SLM)、空间误差模型(SEM)和空间杜宾模型(SDM)。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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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研究的实际需要，本文主要采用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分析。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中，需要用克罗内克积 Wkron=ITWN,

空间滞后模型表达式如下： 

 

空间误差模型表达式为： 

 

式中：ρ表示空间自回归系数；TT表示T×T阶的单位时间矩阵； 表示克罗内积；εit代表随机扰动项。空间权

重矩阵设置为两城市之间距离的倒数： 

 

实际分析中，需要进行 LM 检验以判定空间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在空间作用中的主导地位。检验结果显示

LMlag统计量在 5%水平下显著，检验值为 39.36;LMerr统计量在 10%的水平下显著，值为 27.14,依据 Anselin判断准则，LMlag

的统计量数值大于 LMerr统计量数值，说明空间滞后模型(SLM)更为合适。 

2.3指标体系构建 

超效率 DEA模型中，经济发展作为产出指标，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投入指标。参考相关研究成果
[24～28]

,基于数据可得性，

投入变量选取了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全社会用电量、居民用水量以及建成区面积。产出

指标选取了地区生产总值，并采用投入导向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 DEA模型进行生态效率的测度(表 1)。控制变量选取城市化水

平(ul)、产业结构(str)、外商直接投资(fdi),使之与科技水平(tec)、经济发展水平(pgd)一并引入到模型之中。其中城市化水

平采用城镇人口比重表示，技术水平本文采用各市每万人授权专利拥有量来表征地区技术创新水平[27],经济发展水平用人均 GDP

表示，外商投资水平采用各市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来表征，本文选取第三产业产值占 GDP的比值来表征地区产业结构[28]。 

表 1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 类别 具体指标 内容 

投入指标 环境污染 

废气排放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废水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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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消耗 

固废排放 工业烟尘排放量 

水资源消耗 用水总量 

土地消耗 建成区面积 

能源消耗 用电总量 

产出指标 总产出 
 

国内生产总值 

 

2.4数据来源 

数据主要来源于 2006～2017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长江中游城市群 31市 2006～

2017年统计年鉴以及各市对应年份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针对缺失数据，采用线性插值法进行完善补充。 

3 结果与分析 

3.1区域生态效率测算结果分析 

利用 MyDEA1.0软件测算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城市生态效率值，为直观表明城市群整体和内部生态效率发展趋势，进一步计算

了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以及其中的三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值并制作折线图，测算结果如表 2、表 3、图 2所示。整体来看，2005年

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观测值为 0.56,2016年观测值为 0.81,历年生态效率平均值为 0.65,由观测结果可以看出长江中游城市

群生态效率总体趋势在提升，但提升幅度和提升速度仍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表 2 2005～2016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 

地区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南昌 0.26 0.27 0.29 0.36 0.39 0.46 0.41 0.53 0.53 0.56 0.58 0.61 

景德镇 0.61 0.58 0.52 0.46 0.43 0.48 0.56 0.43 0.50 0.54 0.53 0.52 

萍乡 0.42 0.47 0.50 0.55 0.56 0.55 0.52 0.53 0.54 0.53 0.56 0.61 

九江 0.33 0.31 0.29 0.34 0.36 0.38 0.49 0.49 0.51 0.60 0.63 0.66 

新余 0.43 0.48 0.43 0.42 0.45 0.46 0.40 0.47 0.40 0.42 0.42 0.43 

鹰潭 1.13 1.09 1.16 1.13 1.49 1.36 1.07 1.12 1.26 1.18 1.14 1.20 

吉安 1.04 1.04 1.01 1.01 0.60 0.64 0.71 0.75 0.78 0.82 0.91 0.86 

宜春 1.11 1.28 1.18 1.15 1.02 0.75 0.75 0.75 0.73 0.75 0.77 0.75 

抚州 0.63 0.65 0.53 0.52 0.56 0.63 0.61 0.58 0.60 0.65 0.64 0.66 

上饶 0.82 0.76 0.75 0.76 1.11 1.14 1.02 1.11 1.11 1.21 1.10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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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 0.26 0.25 0.29 0.34 0.39 0.40 0.45 0.51 0.65 0.80 1.36 1.17 

黄石 0.31 0.30 0.31 0.31 0.33 0.42 0.32 0.33 0.39 0.39 0.36 0.40 

宜昌 0.45 0.53 0.44 0.55 0.58 0.66 0.69 1.01 1.05 1.08 1.01 1.32 

襄樊 0.35 0.36 0.35 0.38 0.40 0.59 1.02 1.04 0.64 1.07 1.09 0.87 

鄂州 0.38 0.38 0.36 0.45 0.45 0.42 0.45 0.47 0.51 0.44 0.42 0.45 

荆门 0.36 0.35 0.36 0.38 0.35 0.45 0.55 0.52 0.49 0.53 0.52 0.56 

孝感 0.72 0.88 0.88 0.90 1.15 0.92 0.94 0.83 0.81 0.77 1.11 1.10 

荆州 0.43 0.44 0.42 0.46 0.45 0.44 0.57 0.58 1.11 0.59 0.46 0.61 

黄冈 1.19 1.10 1.12 1.06 1.30 1.40 1.11 1.03 1.07 1.33 1.46 1.43 

咸宁 0.86 0.80 0.79 0.80 0.79 0.57 0.80 0.77 0.87 0.88 0.89 0.90 

仙桃 0.83 0.95 0.77 1.02 0.69 0.67 0.64 0.64 0.64 0.72 0.77 0.82 

潜江 0.53 0.52 0.50 0.54 0.55 0.51 0.52 0.52 0.50 0.56 0.58 0.61 

天门 0.97 0.93 0.88 0.84 0.89 1.01 1.17 0.87 1.03 0.99 1.12 1.10 

长沙 0.28 0.33 0.43 0.56 0.66 0.79 0.85 1.11 0.93 1.18 1.10 1.22 

株洲 0.26 0.26 0.28 0.29 0.30 0.47 0.44 0.62 0.68 0.75 0.59 0.63 

湘潭 0.28 0.35 0.35 0.35 0.29 0.30 0.33 0.33 0.41 0.44 0.48 0.48 

衡阳 0.31 0.28 0.29 0.29 0.33 0.35 0.39 0.45 0.51 0.57 0.71 0.73 

岳阳 0.24 0.24 0.29 0.30 0.30 0.35 0.40 0.46 0.50 0.75 0.89 1.25 

常德 0.45 0.48 0.51 0.49 0.53 0.57 0.61 0.68 0.78 0.83 1.15 1.11 

益阳 0.58 0.55 0.50 0.50 0.53 0.53 0.54 0.57 0.54 0.57 0.65 0.68 

娄底 0.60 0.52 0.50 0.51 0.50 0.53 0.53 0.52 0.53 0.56 0.65 0.67 

 

表 3 2005～2016各城市群生态效率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历年平均 

环长株潭城市群 0.37 0.38 0.39 0.41 0.43 0.49 0.51 0.59 0.55 0.71 0.78 0.85 0.54 

武汉城市圈 0.62 0.62 0.63 0.64 0.73 0.69 0.68 0.65 0.72 0.77 0.84 0.93 0.71 

环鄱阳湖城市群 0.63 0.61 0.59 0.59 0.56 0.54 0.58 0.58 0.62 0.66 0.71 0.79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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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中游城市群 0.56 0.57 0.56 0.58 0.60 0.62 0.64 0.67 0.70 0.74 0.80 0.81 0.65 

 

 

图 2城市群生态效率变化趋势图 

从各子城市群来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三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总体呈现出武汉城市圈生态

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最低的分布格局。2005～2012 年武汉城市圈生态效率呈波动上升特征，2013

年后呈现稳定持续增长趋势。2014 年《武汉城市圈区域发展规划(2013～2020)》正式获批，规划明确武汉城市圈要以构建两型

产业体系、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重要发展任务，规划为后期武汉城市圈生态效率的改善提升提供了制度支持。2003～2007 年，

环鄱阳湖城市群生态效率呈现了下滑的特征，表明该阶段环鄱阳湖地区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以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为代价的情况，

2007年后开始波动上升。环长株潭城市群生态效率整体增长较为稳定，2013年出现一个小幅下降。查其原因发现，2013年长沙

市开展过重大工业招商引资项目，引进来的项目中不乏能耗高、污染大的汽车产业和机械制造业，这些项目在推动地方发展的

同时也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从而引起了生态效率的小幅下降。 

3.2生态效率空间自相关分析 

3.2.1全局空间自相关 

生态环境问题牵涉到多种因素，各因素间存在错综复杂的联系，因而区域间的生态效率具有很大的空间关联性和空间溢出

性。本文通过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方法了解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空间联系。莫兰指数(Moran’sI)是衡量全局空间自

相关的重要指数，其代表观测值与其空间滞后之间的相关程度。Moran 指数值域分布在[-1,1],数值大于零则代表研究区域观测

值呈现出空间正相关，数值越大则空间正相关性越强；数值小于零表明研究区域观测值呈现空间负相关性，零值表示观测值无

空间相关性。本文以生态效率值为变量采用地理距离型权重矩阵并利用 STATA13.0软件进行空间自相关的检验。检验结果显示，

莫兰指数为正数，且绝大部分年份数值在 5%和 10%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

正相关性，空间分布模式主要是生态效率高的城市被生态效率高的城市所包围或为生态效率低的城市被生态效率低的城市所包

围。 

3.2.2局部空间自相关 

Moran散点图是分析空间局部自相关的载体，可以反映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局部空间的异质性和依赖性。散点图分为

四个象限：第一象限(HH)表示生态效率高值地区被生态效率高值地区所包围；第二象限(LH)表示生态效率低值地区被生态效率

高值地区所包围；第三象限(LL)表示生态效率低值地区被生态效率低值地区包围；第四象限(HL)表示生态效率高值地区被生态

效率低值地区包围。利用 STATA13.0软件在地理权重的基础上绘制 2005、2016年的生态效率 Moran散点图如图 2所示。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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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生态效率的 Moran指数散点主要分布在第一和第三象限，2005年分布在第一象限的城市有 6个，分布在第三象限的有 11

个，2016年分布在第一象限的有 7个，分布在第三象限的有 10个，说明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生

态效率高值区与生态效率高值区相邻接聚集，生态效率低值区与生态效率低值区邻接聚集。 

表 4 2005～2016生态效率莫兰指数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Moran 0.040 0.135 0.132 0.035 0.048 0.083 0.075 0.111 0.086 0.116 0.04 0.047 

z值 0.124 1.725 3.648 1.513 2.668 0.351 1.673 1.932 1.814 1.941 2.622 2.654 

p值 0.457 0.066 0.003 0.331 0.004 0.131 0.018 0.016 0.068 0.020 0.007 0.003 

 

 

图 3 Moran散点图 

表 5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度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均值 

长江中游城市群 0.95 1.02 0.95 0.96 0.94 0.92 0.92 0.93 0.96 1.00 1.03 1.09 0.97 

环鄱阳湖城市群 1.20 1.28 1.21 1.23 1.19 1.04 1.10 1.13 1.24 1.44 1.58 1.70 1.28 

武汉都市圈 0.76 0.74 0.72 0.70 0.72 0.79 0.77 0.78 0.75 0.73 0.70 0.68 0.74 

环长株潭城市群 0.88 1.05 0.93 0.96 0.94 0.92 0.92 0.93 0.96 1.00 1.03 1.09 0.90 

 

3.3旅游产业集聚测度 

旅游产业集聚是以旅游吸引物为核心，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旅游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以及和其他产业联合发展、协调合

作而产生的一种新型产业组合发展形式
[27]
。由区位熵法测得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度。从时间发展看，长江中游城市群

旅游产业集聚度呈波动增长趋势，2013 年至今，产业集聚度增长显著，但整体增幅较为缓慢。从区域结构看，旅游产业集聚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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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环鄱阳湖城市群>环长株潭城市群>武汉城市圈的空间分布格局。具体来看，环鄱阳湖地区拥有众多知名旅游目的地，产业

结构单一，地方经济发展旅游产业依赖度较高，旅游产业发展具有一定规模，产业集聚程度较高。武汉都市圈旅游产业集聚水

平主要受仙桃、潜江、天门三市影响，其中仙桃旅游产业集聚年均值为 0.24,潜江和天门年均值分别为 0.12 和 0.13,远低于武

汉都市圈内其他城市的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因此造成武汉都市圈整体旅游产业集聚水平较低的情况。环长株潭城市群旅游产业

集聚度水平主要围绕均值上下波动，波动幅度较小，整体变化较为平稳。 

3.4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分析 

从上述提出的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作用机制中可以看出技术创新与产业结构优化在旅游产业集聚影响生态效率中扮

演重要的角色。为有效验证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渠道作用，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基础上，本文将旅游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产

业结构依次纳入到空间滞后模型(SLM)当中进行分析，分别为模型 1-模型 4。 

空间计量回归结果显示：从模型 1-模型 4中，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并在 5%水平上显

著为负，说明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模型 1中。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2950,模型 2

和模型 3 分别加入了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两个控制变量，加入后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明显减小，分别下降

到-0.1813和-0.1632,在二者同时加入后(模型 5),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进一步缩小至-0.1342。鲁元平等[29]曾提

出“渠道效应”的概念，依据其提出的估计方法可以算出渠道变量在旅游产业对生态效率影响过程中所起作用的比重大小。假

设模型 1中的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为 a,则模型 2-模型 4中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b1、b2、b3,那么 1-(bi/a)即为渠

道变量的影响比重。依据公式可以测得，模型 2 中技术创新水平发挥的渠道作用比重为 18%,模型 3 中产业结构发挥的渠道作用

为 25%,模型 4中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共同发挥的渠道作用比例为 36%,由此可以得出技术创新水平和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对

生态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其中，旅游产业集聚通过其强大的产业关联作用和业态融合作用，扩大第三产

业规模，促使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较技术创新更为显著。模型 5 中，加入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对比

旅游产业集聚的一次项和二次项发现，旅游产业集聚水平(TA)一次项系数显著为负，二次项系数显著为正，在 5%的水平下通过

显著性检验，说明旅游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曲线关系。对比一次项系数和二次项系数，二次项系数远大于一次项系

数，表明当旅游产业集聚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正面影响远大于早期集聚水平不足时对生态效率带来的

负面影响。不难看出，旅游产业集聚早期，企业间为追求经济效益，一味的开发建设旅游资源，缺乏科学规划方案和统筹手段，

大量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环境破坏，此时旅游企业集聚具有一定的自发性和盲目性，集聚水平较低，难

以形成有益的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从而影响了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并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旅游产业集聚中后期，规模

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和竞合效应开始凸显，旅游产业集聚带来环境正外部性抵消负外部性，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有效体现。 

基于模型 5 探究各控制变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作用。模型中技术创新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通过 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技

术创新主要是通过开发环保技术和清洁技术使生产过程实现清洁化，再生产过程中减少污染的产生，为产业的运行实现“绿色

化”提供了条件，从而有效提高生态效率。产业结构对生态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产业结构形式影响着区域资源的配置方

式，资源的配置方式对资源的利用率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当地区产业结构趋向于工业化时，大量的资源、能源就会被使用消

耗，环境污染就会加重，从而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对生态效率也存在正向作用。随着新型城镇化理念

的不断深入，城市化发展建设过程中愈发注重质量要求，城市化水平提高的过程中，人们的富裕程度，生活水平也在不断改善。

城镇化和生活水平的提升会促进居民素质的提升，城市居民的环保意识增强，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逐渐深入到群众的日常生

活之中，绿色消费模式成为大众消费模式，有效促进了区域绿色经济和生态效率的提高。外商投资水平对生态效率的正向影响

并不显著，由此可见，外商投资虽然能促进地区经济规模扩大，增加地区就业，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的转换，但与此

同时，外资进入国内时也可能带来发达国家淘汰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生产产业，因此外商投资的作用是正负并存的。为了进行

对比分析，本文将静态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列出，通过与空间面板模型估计结果相对比发现，静态面板模型未将空间

因素纳入考虑下，其各变量对生态效率的影响系数要高于空间面板的估计结果，由此可见，若不考虑空间外部性的影响，很容

易高估各因素对生态效率的影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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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区域差异分析 

长江中游城市群包含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以及环鄱阳湖城市群，由于不同城市群在区位、禀赋、政策发展等条件

上存在差异，旅游产业集聚对不同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有所不同，因此将长江中游城市群中的 3 个子城市群独立出来进行分

析，为避免数据存在组内自相关、异方差等情况而导致普通最小二乘法估计无效，本文采用 FGLS方法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6所

示。 

由估计结果所示，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一次项影响系数，二次项影响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目前鄱

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还未有效体现。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的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系数在 5%

的水平上都显著为正，说明两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曲线关系，两地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生态效率

具有提升作用。此外，估计结果也反映出武汉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远高于长株潭地区和鄱阳湖地区。2007 年长株潭城

市群和武汉城市圈先后被国务院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14 年《武汉城市圈区域

发展规划(2013～2020)》发布，推进武汉城市圈构建两型产业体系，明确朝向绿色低碳发展方向演进。绿色产业的迅速发展为

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提供了技术基础，使得两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在绿色创新技术的支持下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更为显著。不

仅如此，武汉都市圈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旅游市场化程度高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环鄱阳湖地区。随着旅游产业集聚的发展，

武汉地区资本、技术和知识集聚优势日益凸显，有效减少了地区产业内部污染排放，并且产业之间的联合带动作用促进了产业

结构的优化升级，进而推动整体区域的环境改善。而环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程度虽然较高，经济发展对旅游产业依赖性较

强，但其综合经济发展能力以及以及创新技术发展相比于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城市圈较弱，旅游产业集聚的规模效应、技术

溢出效应等未能达到另两个城市群水平，因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弱。 

表 6旅游产业集聚对各城市群生态效率影响 

变量 环鄱阳湖城市群 环长株潭城市群 武汉都市圈 

lnTA 

-0.103 -0.037 -0.034 

(-0.243) (-1.424) (-0.092) 

lnTA2 

0.071* 0.046** 0.082** 

(0.261) (0.323) (0.422) 

lntec 

0.030** 0.051*** 0.070*** 

(3.238) (0.402) (2.333) 

lnstr 

0.027*** 0.218*** 0.291*** 

(0.603) (3.945) (2.109) 

lnpgd 

0.170** 0.237*** 0.280*** 

(1.356) (1.847) (2.529) 

lnfdi 

0.005 0.009 0.003* 

(1.279) (1.962) (0.948) 

lnul 0.001 -0.007 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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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21) (-0.483) (1.12) 

常数 C 

-7.459*** 
  

(-3.87) 
  

 

4 结论及讨论 

4.1结论及建议 

本文在利用超效率 DEA方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 2005～2016年生态效率的基础上，通过构建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了旅游

产业集聚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得出以下结论： 

(1)2005～2016 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历年生态效率平均值为 0.65,年均增长率约 4%,生态效率总体趋势在提升，但提升幅度和

提升速度仍有较大上升空间。各子城市群方面，长江中游城市群内的三大城市群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和不均衡性，总体

表现为武汉城市圈生态效率最高，环鄱阳湖城市群次之，环长株潭城市群最低的分布格局。 

(2)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曲线关系，且二次项系数大于一次项系数，表明当旅游产业集聚

水平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其对区域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大于早期集聚水平不足时对生态效率带来的负面影响。技术创新水平和

产业结构在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渠道作用，技术创新水平发挥的渠道作用比重约为 18%,产业结

构发挥的渠道作用约为 25%,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共同发挥的渠道作用比例约为 36%。其中，旅游产业集聚通过其强大的产业关

联作用和业态融合作用，扩大第三产业规模，促使制造业服务化发展，对生态效率的改善作用较技术创新更为显著。 

(3)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的区域差异上，环长株潭城市群和武汉都市圈的旅游产业集聚的二次项系数在 5%的水平上

都显著为正，表明两地区的旅游产业集聚与生态效率存在“U”型曲线关系，两地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高对生态效率具有提升

作用。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一次项不显著，二次项影响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目前鄱阳湖地区旅游产业

集聚对生态效率的提升作用还未有效体现。此外，估计结果也反映出武汉地区旅游产业集聚的影响系数高于长株潭地区和鄱阳

湖地区。 

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建议：各地区需立足于自身的旅游资

源、开发条件和竞争优势，完善旅游产业链，促进地区旅游企业的网络化和协同化发展，充分推动地区旅游产业的发展，实现

地区旅游产业集聚水平的提升。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区域旅游集聚发展政策时，需充分考虑到地区之间发展差异，环鄱阳湖地

区应把握住生态文明建设的机遇，大力推行环境友好型的清洁生产技术，同步调整旅游经济发展结构和产业管理模式。武汉都

市圈和环长株潭城市群应积极利用经济发展潜力和政策优势吸引国外投资和先进管理理念，合理分配旅游资源，提升旅游资源

利用效率。同时，积极探索建立区域间旅游联合、联动机制，通过对各区域旅游资源进行有效联合，共享客源市场等措施，形

成区域统筹协调、产业互通互融、资源共建共享的发展格局，以此缩小区域间的旅游产业发展差距，促进区域旅游产业集聚化

水平均衡发展，从而推动区域生态效率的同步提高。 

4.2讨论 

产业集聚的环境性问题是多因素累积作用的结果，是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集中体现。追求产业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协调

可持续发展，既需要认清区域产业发展阶段演进的现实，也必须尊重生态环境保护原则。随着产业集聚生态效应研究的不断深

入，现有研究已阐释了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作用机理，研究方法也趋于成熟和稳定，但旅游产业作为最具综合性和全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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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产业部门之一，有其复杂性和独特性。因此，本文在产业集聚对生态环境的一般性影响机制的基础上，结合旅游产业集聚

的自身特性，构建和探讨有关旅游产业集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机理与作用路径，并从区域视角出发实证研究旅游产业集聚对生

态效率的差异性影响和关联规律，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旅游资源环境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并促进了旅游地理学与空间经济学、

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在一定程度上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各区域旅游可持续发展以及联合发展提供科学参考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过程中受到数据、方法等客观条件的限制，本文仍存在以下不足有待深入探索：首先，本文采用的空

间权重矩阵仅考虑了空间距离，虽然该方法易于操作但未能将经济距离等因素纳入考量，因而可能使得部分估计结果保守片面；

其次，基于数据的可获取性，本文仅选取了长江中游城市群 31市作为研究对象，如未来能选取更微观的县域进行研究，或能更

深刻反映区域间具体的旅游和生态环境发展联系；最后，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的因素不仅限于文章中所采用的各解释变量，还

存在其他的因素对生态效率产生影响，如环境规制、资源竞争等。未来建立完整的生态效率影响体系，探讨影响区域生态效率

的理论机制并进行实证检验是研究的重要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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